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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视角下中国国民文化特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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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国民文化是个庞大存在,更是个复杂体系.人民文化、臣民文化、刁

民文化、公民文化的交错和杂糅,使中国国民文化有着斑驳的光色.它们都可以在其赖

以生长的社会土壤中得到解释.“文化自信”不是盲目的,前提是对文化特质和禀性的

全面把握.对于包括传统国民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需要审慎甄别、厘清、择优、扬弃,革

故鼎新而弘道养正.这就要从人民文化向公民文化转移,强健国家的责任意识;从臣民

文化向公民文化转移,抑制奴性,强健国民主体性;从刁民文化向公民文化转移,回归淳

朴,形成德性健全的诚信社会;从古代公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转移,融铸新的时代精

神,实现国民精神现代化的深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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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文化是个庞大存在,更是一种复杂的体系,有着十分斑驳的光色.
科学上所谓光谱(spectrum)是指复色光经色散系统按波长或频率而排列的图

案,中国国民文化光谱是不同文化物质构成的“色散”体系.人民文化、臣民文

化、刁民文化、公民文化等特质的相互交错、渗透杂糅,使它成为一个复杂而有趣

的文化难题.中国社会正经历深刻的变迁,国民文化的转型与变革才是其底蕴.
“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深刻把握中国国民文化的特质、禀性和构成,它是培育体

现时代精神的新型国民文化的基础性工程,对于扬长避短、道器相济,为国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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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提供文化支撑有重要价值.

一、中国国民文化光谱一:“人民文化”

中国国民文化体系中,有一种特质或形态是“人民文化”.它是一种新生文

化,但与历史传统有较多内在关联,是一种有深厚力的文化.人民文化是一种

“群众—集体”文化范式.
人民(people)是一个高度抽象的集合概念.在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中,“人

民”有极高的出场率.“人民”缺乏精确的社会学界定,〔１〕“谁是人民? 我们每个

人都是人民,但每个人又不是人民”.〔２〕“人民”既不是一个时期(时间)的人民,也
不是一个地域(空间)的人民,而是集“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概念.“历史是人民

群众创造的”,此“人民”者,非一时一地之人民;此“历史”者,亦非一时一地之历

史,而是人类社会极其漫长的整体历史.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把“人民”定义为“结合者”的集体,把“公民”定义为

“作为主权的参与者”,而把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定义为“臣民”.卢梭这一区

分,是为了揭示公民是“主权的参与者”,臣民是国家权威的服从者,而人民则是

一个集合概念.一代代芸芸众生,都包容于这一巨大框架中.作为一种文化范

式,人民文化在充分肯定“人民”历史主体作用的前提下,虚化了个体主体价值.
人民文化范式的最大难题,是“人民”内质的虚空化和人的主体空置化.

马克思在«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中曾指出“人民的意志”的虚幻性:“«国
民报»认为,存在一种统一的全民意志.这种意志并不是互相矛盾的各种意志的

总和,而是一种统一的、一定的意志.这到底是什么呢?”马克思指出:“说得明白

一点,所谓人民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并不是个别等级和阶级的意志,而是唯一

的一个阶级和在社会关系即在工业和商业关系方面都从属于这个唯一的统治阶

级的其它阶级以及阶级的某些部分的意志.”〔３〕

马克思指出,“人民的意志”是困难的,要实现“人民的意志”,“要有同样的意

志,这些多数人就要有同样的利益、同样的生活状况、同样的生存条件,或者他们

至少必须在自己的利益上、在自己的生活状况上、在自己的生存条件上,暂时互

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４〕“同样的意志”“同样的利益”“同样的生活状况”“同样

的生存条件”,是很难实现的.马克思的诊断揭示出在“人民”名义下,可以做好

事,也可以做坏事.前一时期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也可以看到,腐败行

径时常用的也是“人民的名义”.
从历史唯物主义眼光看,人类自古至今,在任何形态的社会中英雄和精英都

是不可缺席的,这是个既定的历史事实.正如黑格尔指出的:“在人类历史上,在
任何形式的国家形态中,都必然有着一个由极少数政治精英组成的统治阶级,他
们左右着国家的发展进程.”〔５〕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当今全球

政治舞台上也都是各路精英们的打理和忙碌,但在人民文化的范式中,精英们的

“座椅”被撤下了,个体价值是淡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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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８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接纳一个建议,请爱因斯坦写一封信,把“我们时代

的思想和感情,告诉五千年后的人.”爱因斯坦信〔６〕的内容是:“我们这个时代产

生了许多天才人物,他们的发明可以使我们的生活舒适得多.但是,商品的

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组织的生活在不同国家里的人民还不时互相残杀.
由于这些原因,所有的人一想到将来,都不得不提心吊胆和极端痛苦.所有这一

切,都是由于群众的才智和品格,较之那些对社会产生真正价值的少数人的才智

和品格来,是无比的低下.”〔７〕

爱因斯坦将精英放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位置上,指出正是他们“使我们的

生活舒适得多”.爱因斯坦没有高唱“群众如何英雄”的虚幻颂歌,一针见血地指

出“群众的才智和品格,较之那些对社会产生真正价值的少数人的才智和品格

来,是无比的低下”.爱因斯坦的见解,许多思想家都有过类似的陈述.法国思

想家孟德斯鸠在谈到公民参政时指出,大多数公民根本没有能力参政,根本“不
适于处理事务”〔８〕,人类代议制由此而成为必要,公民“自己做不好的事情,应该

让代理人去做.”〔９〕

法国著名实证主义思想家帕雷托(VilfedoPareto)认为,每个社会中必然有

一些人由于他们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在各个方面出类拔萃而享有较高的社会地

位,这些人便是社会的“精英”(elite).帕雷托把精英分为“统治精英”(政治精

英)和“非统治精英”,统治精英是极少数掌握着政治权力的人,他们直接或间接

地对政治生活起决定性作用.意大利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更极端,认
为领袖人物是“自然数”,人民群众只是“零”,添在“自然数”后面才有意义.

人民文化的旨归或许在于肯定民众的价值,礼赞人民的伟大作用,但在一个

平抑精英、轻漠英雄的文化模式中,民众和平民百姓的价值事实上就更漫不可寻

了.这便是人民文化及其范式的悖论:在肯定“人民”价值和历史主体的同时,又
虚置了其实际地位和“历史创造”作用.

人民文化的延伸形态是“群众文化”(massculture).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

认为:群众如果是指同时代人的一种未经分化的聚合体,那么显然,这样的聚合

体只能在短暂的时间中存在.如果我们将“群众”用作“公众”的同义语,那么它

就指由于共同接受某些观点而在精神上彼此相联的一群人.不过这样的一群人

界限模糊,分层不清.〔１０〕

黑格尔认为,“群众”只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
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１１〕法国思想家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
指出:“群体是不受推理影响的,它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起来的观念.”〔１２〕“群体

的某些特点,如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等,
几乎总是可以在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中看到”,〔１３〕所以“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

孤立的个人”〔１４〕.对大众文化素有研究的约翰费斯克(JohnFiske)认为:“群
众”(themass)与“大众”(thepeople)和“民众”(folk)不同.从历史上看群众习

惯于盲目被动接纳自己并不清楚的理念,接受驱使.〔１５〕“群众”与“群体”(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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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特纳(Turmer)认为,一起长跑的同伴

们,可以称为一个“群体”.群体的存在为了满足归属的需要,〔１６〕群众是“分散的

原子”.
在政治文化范畴中“群众”与“人民”是可以互换的.〔１７〕历史上群众时常表现

为一种巨大的盲从力量,“强大”到足以碾碎一切他们以为对立的东西.群众文

化是静态、消极和单向度的文化,膺服权威、易受操控,缺乏主体精神.
作为国民文化重要构成的人民文化提升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但在对国民性

格的形塑上,则贬抑了包括国家责任意识在内的公民主体性.公民文化强调主

体性的国家责任意识,人民文化和群众文化则依赖于国家权威的外部输入.人

民文化突出整体和集体行动,它在抑止个人英雄主义的同时,客观上弱化了个体

价值,主体意识被肢解.人民是由具体的“人”和“民”组成的,忽略了具体的“人”
和“民”,人民文化只剩下空壳.这对培育中国特色的公民文化,激发社会活力和

强化社会自主管理,降低行政成本乃至从根本上制约腐败都是不利的.今天我

们提出“以人为本”,就是更体现了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和尊重.

二、中国国民文化光谱二:“臣民文化”

中国国民文化体系的另一种特质或形态是“臣民文化”,这是一种历史文化.
臣民文化及其治理范式,一直是今天中国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巨大困境之一.相

较于公民文化,臣民文化是一种仰息文化,主体精神严重匮乏和阙失.
中国国民文化中的臣民文化潜质,兼有阿尔蒙德和维巴分析的三种政治文

化形态中的“村民型”和“臣民型”两种特质,又兼有中国历史传统的云气.在阿

尔蒙德和维巴的分析框架中,“村民型”政治文化的特点是人们既不向国家表达

愿望和要求,也漠不关心政府的政策和法令;“臣民型”政治文化的特点是人们尊

重权威决策,但参与意识极低.这两种文化特质,在中国臣民文化形态中都能见到.

１９１７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上发表的«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一
文中指出,袁世凯复辟帝制是以社会“民意”为基础的:“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

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１８〕正是这种“多数民意相信

帝制”的臣民文化,成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重要的社会心理基础.学贯中西的文化

大擘辜鸿铭先生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说:“我们或许可以将真正的中国人称

之为被驯化了的动物”,这种特性就是“温良”(gentle).〔１９〕辜鸿铭认为这种“温
良”不是“懦弱或是软弱的服从”.但这种“温良”恰恰有着臣民式的“懦弱或是软

弱的服从”.我们可以从各种物质的、精神的客观存在中找到臣民文化历史的、
文化的、传统的深厚土壤.

法兰西民族性格与中华民族性格多有相似之处,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

命»一书中对法兰西民族特性的许多描述,与中国国民性有惊人的相似.但法兰

西民族有判断力、不盲从.如在风云一时的“欧洲宪法”之争中,当时欧盟东扩风

头正劲,法国民众对«欧洲宪法条约»坚决投下反对票,让国际社会十分惊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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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欧洲联合的发动机之一,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还是“欧洲宪法”之父.热核实

验反应堆计划是人类科技进步的梦想.当年法国与西班牙、加拿大、日本等经五

年多激烈竞争,才夺得这一项目,定址法国卡达拉什.热核聚变使用的原料氘是

从海水中提炼的,因此它是一种清洁能源,它给法国带来大型项目、研发成果等

收益,还能提供一万多个就业岗位,但法国人从国民安全考量,硬是将这一项目

拉下马.〔２０〕

臣民文化有个突出特点是对权势的热衷.但在公民精神充沛的地方,权势

的热度不会很高.２００６年英国唐宁街１０号首相官邸招聘一名“管家”,年收入

１．５万—８万英镑.这样一个看来有权势,应当趋之若鹜的“岗位”,却应者寥寥,
媒体报道“冷冷清清的场面实在有些意外”.〔２１〕这些事例上,可以看到民族文化

性上的一些差异.
正如“人民文化”不是贬义语,“臣民文化”亦是一种中性的描述工具.如果

把臣民文化与治理模式放一起考察,就会有个有趣的发现:一个社会在“强政府”
模式下,臣民文化便春风化雨.公权力愈“强”,民之愈“臣”,依赖性愈剧,“被管”
需求就愈旺.其内在逻辑是:行政力越“强”,公民主体性越弱,臣民文化越风行.
反过来,臣民文化越普化,公民主体性越弱,行政力必须越“强”.如图示:

臣民文化浸润中的“公民”不懂得履行公民责任和义务,他们犹如顽皮的孩

子,需要家长时时的呵护和严格的管教.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它导致国民与公

共事务的隔膜,政府部门是公共舞台上的奔跑者,国民则是台下打着哈欠或打着

磕睡的“看客”.表面看,似乎民众对行政力的依赖越强,社会越便于管理(至少

表面是这样),但其实正如“超稳定”结构孕育着最大的不稳定一样,在一个公共

精神孱弱、公民文化不易生长的地方,社会治理的行政代价是极为高昂的.公民

主体性阙失,一方面造成行政成本上升;另一方面行政系统对社会和市场的干预

必然加剧.本应由社会或由社会组织承担的事务皆由行政力操办,行政力量在

公共生活各个方面成为不可御退的主角.造成政府部门体量庞大,形成“精减、
膨胀,再精减、再膨胀”的怪圈.

卢梭认为,公民与市民有着截然不同的品性,分别代表着美德和财富、公共

和私人、自由和奴役.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弘扬时代精神,培育公民文化是至关重

要的.这就必须治理臣民文化,使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立在详实的现代

精神基础上.

三、中国国民文化光谱三:“刁民文化”

中国国民文化体系中还有一种特质或形态是“刁民文化”.它是一种既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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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又出新的文化.既得传统积习之滋养,又受当下“精致的利己主义”的激励.
相较于公民文化,刁民文化是一种欺世文化.

孙中山先生曾把“信义”看作是“中国固有的精神”,认为“中国所讲的信义,
比外国要进步得多”,“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义的.”〔２２〕但章

太炎先生指出中国人有六种精神痼疾,其中最突出的是“诈伪无耻”“猜疑相贼”.

１９２２年,罗素在考察中国后谈到中国人的性格时说:“我深信,如果中国人与英

国人、美国人一起参加互相欺骗的比赛,英国人或美国人十次会有九次取

胜.”〔２３〕罗素这话如在今天进行验证,结果可能正好相反.我们社会诚信度之低

为世人所侧目,确已到了江河日下的地步.
中国传统民情中,一直有一种刁钻的玩意在灵动.即使是历史上风起云涌

的农民起义,也闪现着刁民文化的光色.起义之“义”,未必是现有政权的“非正

义”性,很多是出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或者“彼可取而代之”或者“皇帝轮流

做,明年到我家”或者“和尚动得,我动不得?”那样一种理念.
刁民文化的一般特征是滑头、刁钻,规避责任,以占便宜;规避规制,以钻空

子.崇尚“马无野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发”,以“打擦边球”“搭便车”“吃空晌”“钻
缝隙”为荣.在刁民文化熏染中,民是刁民,官是贪官,医是庸医,商是奸商,艺是

滥艺.
在刁民文化环境中,诚信、信义、守则等是一种稀缺资源.人们几乎每天都

得与诸如假话、假货、假药、假证书之类不期而遇.坐出租车的人,很少没有不被

司机绕路的体验.时常驾车的人,不会没有被人不按秩序“机巧”插车的经历.
在一些需要排队的场合,总会经历被人“插队”的烦恼.在一些诸如升学、就业、
晋职等涉及“稀缺资源”的竞争过程中,难免不遭遇被“强者”或“更强者”占先或

挤出局的几率.每到一些庆典日或节假日或一些外国领导人来访前后,信访部

门的上访量必激增.这是刁民文化的机巧,利用节点和“敏感点”上访,交易成本

低而收益高.每年热闹的“３１５”消费者权益日,消费者所投诉的,都是商家演

绎刁民文化的动人故事.
可以举一个饶有意趣的例子.当今中国各大城市中人行道栅栏、公路栅栏、

花园栅栏、市政栅栏比比皆是,不夸张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栅栏社会”中.为

什么? 因为社会中人须依赖于这种最原始的物型化强制力,来降低随时的“非规

则”行为.正如“围墙”无处不在,印证了某种封密嗜好和保守性一样,“栅栏”无
处不在,印证了外在强制力的不可或缺.

正如看一个地方社会治安如何,打量一下“防盗窗”是否铺天盖地就行,检验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或许只需看主要公共场所的“栅栏指数”便可.“栅栏”维
护社会秩序的功能愈大,表明外力强制供给需求愈大,刁民文化层级愈高.与

“栅栏现象”相映成趣的是“禁令现象”———社会中一些本不言自明的“底线”,却
以“禁令”方式推行,如曾流传过的“国内十大著名禁令”(“严禁中小学教师奸污

猥亵女生”“严禁用公款打麻将”“海关官员不得庇护走私”“严禁销售假药”“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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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患者索要红包”等)即如此,“社会栅栏”同样无处不在.
辜鸿铭先生认为:要估价一个文明,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修建

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

制造了和能够制造出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而在于它

能够产生“什么样子的人”.〔２４〕产生“什么样子的人”,确是我们应深入思考的问题.
我国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形形色色的欺诈行为风涌而起.各种手段的虚

假注册、抽逃资金、走私骗汇、偷税漏税、以次充好、随意毁约、逃避债务、制假售

伪、违规收费、红包回扣层出不穷.假账、假广告、假商标、假发票、假数据、假出

口(以骗取退税)司空见惯.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
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制出卖以换取金钱”〔２５〕.今天电

信欺诈、网络欺诈异军突起,几乎干扰着每个人的生活.更值得忧虑的是,群体

性道德沦丧蔓延到各个领域,不仅对经济秩序、投资环境、商业信用产生消极因

素,而且对社会心理产生侵蚀,正在不断制造“习俗”和“潜规则”.

１９１６年陈独秀发表«我之爱国主义»,从欺诈性、不道德最终造成的“经济之

累”指出:“人而无信,不独为道德之羞,亦且为经济之累是故民信不立,国之

金融,决无起死回生之望.政府以借债而存,人民以盗窃而活,由贫而弱,由弱而

亡,讵不滋痛!”〔２６〕关于这一点,清朝同治年间来华、对中国有着２０多年深入观

察的美国人阿瑟史密斯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的政府机构中许多设施

都是没有信用的结果,这样的例子很多”.〔２７〕

卢梭说过:当风俗一旦确立,偏见一旦生根,再想加以改造就是一件危险而

徒劳的事情了.〔２８〕一个社会一旦道德沦丧正常化、普遍化,那么各种假冒伪劣、
坑蒙拐骗就会永不消停,它迫使人们因为害怕自己由诚信“吃亏”而加入更大范

围的刁民行为“正常化”行列中.
刁民文化的“习常化”甚而成为人浑然不觉的“行为方式”,构成对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重大挑战.社会人都具有“趋利避害”的特性,要营建诚信社会、形塑诚

信公民,关键是要建构出一个使当事人讲信用、讲诚信的收益大于不讲信用、缺
乏诚信的制度体系,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津之所在.

四、中国国民文化光谱四:“公民文化”

在中国国民文化体系中有一种特质或者说形态是“公民文化”,它是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传统之一,也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有深厚力的国民文化特质.
人民文化、臣民文化、刁民文化这几种文化特质的杂糅,是文化建设和文化

创新遇到的麻烦.但中国国民文化并不只是这几缕光色,还有古代公民文化的

亮异光芒,有许多今天看来仍相当令人感怀的东西.如柳宗元当年写于永州司

马任上的«送薛存义序»,从中可以看到其时充沛的公民文化品质:
河东薛存义将行,柳子载肉于俎,崇酒於觞,追而送之江浒,饮食之.且

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 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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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者,出其什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值怠其事者,天下皆然.
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值,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

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 势

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 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柳宗元的同乡薛存义当时代理永州零陵县令,柳宗元写文章送行.他说作为一

个地方官员,你知道职责是什么吗? 你的职责是当好老百姓的仆役,因为我们是

老百姓上缴的赋税养活的,我们只有全心全意,鞠躬尽瘁为老百姓办事情的道

理.可这个社会上,一些官吏不好好为老百姓干事,还要搜刮偷盗民脂民膏,骑
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老百姓却敢怒不敢言.如果是他们家中的佣仆,干事不踏

实,手脚不干净,他可以训斥你,处罚你,赶你走,但老百姓对待这样的官员却丝

毫没有办法,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一个生活在１０００多年前的被贬官员,能有这样的公仆理念和公民意识,实

在难能可贵.这种对于“官—民”关系的理解,今天有的公职人员尚且未能具备.
就一个大的社会文化脉系来说,它是诸种亚文化之聚合.公民文化也是中

国国民文化强健的脉系之一.这方面例子很多,如闻名遐迩的«左传庄公十

年»记载: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

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

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偏,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
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
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这一幕,发生在春秋时代鲁庄公十年即公元前６８４年.齐鲁长勺之战,当时齐国

进攻鲁国,强国欺凌弱国.村民曹刿看到情势危急,觉得“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于是跑去战争现场划策.这是典型的公民责任意识,也是典型的政治参与.从

«左传»记载看,曹刿沉稳而智慧,洞察细微,判断精准,还提出“夫战,勇气也.一

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等灼见,鲁庄公没刚愎自用,很听他

的意见,最终赢得胜利,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又如«左传
僖公三十三年»记载:

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

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
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
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

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杞子奔

齐,逢孙、扬孙奔宋.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
吾其还也.”灭滑而还.

公元前６２７年,郑国商人弦高去邻国做生意,路遇正来偷袭郑国的秦军.当时秦

国大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携领兵车４００辆汹汹而来.弦高立马以郑君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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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以四张皮革和十二头牛犒劳秦军表示迎接,晓示郑国已知秦军来袭,稳住

秦军.又急派人回国禀告.秦帅孟明视认为郑国已有准备,放弃攻郑,顺手灭掉

滑国后返回.
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用自己财产和机智避免了国家灭亡.这种“公民”

之举在中国古代是很多的.〔２９〕后来郑穆公要奖赏他,弦高拒绝了,认为这是一个

国民的应当所为.今天看２６００多年前这事儿,仍然觉得这种公民品质的可贵,
让人想起古希腊政治家伯里克利说的话:“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

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３０〕这一历史记载,揭示了当时社会

充沛的公民品质.
“公民身份”是现代的,但公民品性、公民品质是历史的,并非今天才有.在

分析国民文化时存在一种惯性思维,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君主文化、臣民文化这些

东西,公民文化只是今天才有,由是缺乏对古代公民文化必要的整理和认知,这
是一种积弊很深的误区.其实在古代各个地域文化中,都闪耀过公民文化的光

芒.现代公民文化事实上发端于人类历史的前端,古代公民文化精神是今天应

汲取的重要文化资源.

五、中国国民文化的革故鼎新与弘道养正

对中国国民文化不同“文化色谱”的厘析辨异,不仅是一种学术探索,更是现

实社会治理的需要.“文化自信”不是盲目的,根基和前提在于对文化特质和禀

性的深切把握,通过梳理辨异,扬长避短,才能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体现时代精神和“文化自信”的新型国民文化.
(一)成因与积因:正视中国国民文化的历史条件

中国国民文化的“四色光谱”如何合成,“拼装”成怎样的斑驳图案,是个可另

作分析的有趣话题.重要的是要透析不同国民文化构成的成因—积因而能弘道

养正.
人民文化及其治理模式建国后得到强化,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后开始改变.德

国杜伊堡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问题专家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社会目

前正在从“人民”的社会向“公民”的社会转变.但这种转变是“自上而下的”,是
“国家安排的”.“理想的方式是让居民自己自愿参与,积极引导城市居民的自我

意识,是中国政府急需研究的重要课题.”〔３１〕这一见解是有启发意义的.在社会

各领域如何弘扬“人民文化”的有益成分(比如集体行动、集体意识)作为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支撑,抑制其平抑精英、虚化人的主体性和个体价值等,是个需深入

研究的问题.
臣民文化可在历史文化中找到诸多依据.中国几千年皇权社会、坚韧的吏

治—人治传统,无疑是臣民文化的最深厚的土壤.臣民文化不仅是历史文化熏

陶的产物,也是行政文化不断强化的结果,传统的管理模式、无处不在的“官本

位”、单位制中强健的权力型行政文化,都对臣民文化有激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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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民文化则深植于中国民情文化中.先秦典籍«管子»中,记述有“民淫(放
纵)躁(狡猾)行私,而不从制(法制),饰(玩弄)智任(放任)诈,负(倚仗)力而

争”.〔３２〕«老子»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３３〕,是说国家政

治宽厚宽容,人民就淳厚;国家政治严峻精明,人民就狡诈.«管子正世»也说:
“法不繁匿,万民敦悫,返本而俭力”,法令简单明白,百姓就忠厚老实,人人安心

农业生产又俭朴勤劳.
“其政察察”“法律繁匿”,一方面造就社会对行政力的依赖性,构成国民“被

管”机制和社会心理;另一方面又造就对“管民”苛政机制的反弹,催生“规避规

则”和“讨巧”的投机心理.此外政治太精细,法规政令过滥,淹没社会空间,副产

品是孕育出一种“精细”社会文化,易于孕育出“刁民”.这可在历史和现实中得

到诸多印证.管制越严峻,老百姓越“刁钻”,“法愈密而奸吝愈多,刑愈严而触刑

者众”〔３４〕,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其政察察”管理模式作为“刁民文化”的一个

成因,可能是当今世界各类“强政府”始料不及的.所以“圣人之道,去智与巧.
智巧不去,难以为常”〔３５〕,即返璞归真,淳朴民风.

中国古代公民文化发端于上古时代,〔３６〕与上古先民们的生存方式有关.战

国晚期思想家韩非在«五蠹»中曾这样描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

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
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众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
而民悦之,使天下王,号之曰燧人氏.”韩非指出,上古时代人少禽兽多,人类受不

住禽兽虫蛇的侵扰,有个圣人出来,用木头筑巢居住以避免种种灾祸,得到大家

爱戴,推举他治理天下,称他为有巢氏.那时人们吃的是各种果实和蚌肉、蛤蜊,
腥臭难闻,也伤害肠胃,生病的人很多,有个圣人出来,钻木取火来煮熟食物、消
除腥臭,受到大家爱戴,推举他治理天下,称他为燧人氏.生存的压力,对于各种

严峻挑战的应战,是形成包括公民品质在内的社会正向“鼓励机制”最重要的历

史因素.«史记夏本纪»记载禹治水时“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

入.”上古时公共权威如炎帝、黄帝、少昊(玄嚣)、颛顼、帝喾、帝挚、尧、舜,都以品

性和才干著称,是公民品行的典范.可以说整个尧舜禹时代、周公时代,品性和

业绩是安身立命第一条件,毛泽东曾诗赞“六亿神州尽舜尧”.
其实当时各个地域文化都如此.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先驱露西梅尔

(LucyMair)考察过许多原始部落的领袖角色,她描述苏丹南部原始部落努埃尔

人(Nuer)的头领,因其良好品性而受到尊重,人们对他们“起而效尤”.根据历

史学家戴维弗罗姆金在«世界大历史»中的描述,肯尼亚北部的原始部落图尔

卡纳人(Turkana)也这样,“带头老大总是身先士卒”.深为马克思赞誉的人类

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指出:首领和酋帅作为领袖“必须行为良好才能保持

其权力”,“行为如不称职就足可以有理由把他罢免了”.〔３７〕这就是那个时代

的社会逻辑和公共理性.人类早期这种“实绩型”领导行为模式,对后来领导群

体形象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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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构与重构:注重国民文化变革的时代性

对于包括传统国民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一概贬抑或一概赞美,一概否弃或

一概承扬,都有失偏颇.应有的科学态度是作审慎甄别、厘清、择优———人民文

化需予扬弃,臣民文化需予改造,刁民文化需予摒弃,公民文化需予弘扬.
其一,注重现实的形塑力量.林语堂先生曾指出:臣民性格并非是人们的自

然属性,而是在特殊环境下我们古老智能的有意识熏陶的结果.〔３８〕孙中山先生

也认为,一个民族的特性,常为其生存竞争经验的结果.据意大利学者帕特南的

研究,１２－１６世纪意大利北部实行共和制的城市,大众参与公共政策,行政领导

依据一定程序选举产生,他们的公权力有合法界限,从而形成“公民文化”;而在

南方,包括等级制度、庇护附庸制度等形成的社会秩序都是垂直的,形成了“臣民

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基础,造成意大利南北地区明显的不同,北方经济发展

明显高于南方.在这一点上,“环境制造人”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其二,重视规制的引导力量.国民行为都是一定规制下的选择.吴思在«潜

规则»中说:中国人实际上都接受过二次教育.第一次是接受圣贤教育,教育的

效果是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是接受社会大染缸的教育或潜规则的教育,教育结

果是一肚子男盗女娼.消解刁民文化,建设诚信社会,要从制度结构上完善.好

的规制鼓励人诚信勤勉.而产权界限越清晰,交易主体收益预期越明确,损人利

己和机会主义就越少.越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在这一

点上,“人制造环境”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三)境遇与际遇:把握国民文化建设的历史方位

中国国民文化建设和国民精神健康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地带.中国社会正

在经历的现代化转型的底蕴,是实现国民文化的深刻变革,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

展提供深沉的文化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

沉、更持久的力量.”〔３９〕通过对国民文化特质的厘析和扬弃,才能为国家治理现

代化提供优质的文化资源,更好地实现“文化自信”.这就要从“人民文化”向公

民文化转移,培育国家责任意识;从“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转移,抑制奴性,强健

国民主体性,提高有序的政治参与;从“刁民文化”向公民文化转移,回归淳朴,形
成德性健全的诚信社会;从古代“公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转移,融铸新的时代

精神,强化新的国民担当.当然,任何文化层面的变革,都得耗费时日,不可能一

蹴而就.这不仅考验一个民族的智慧,更考验一个民族的意志和耐心.

注释:
〔１〕〔１７〕〔英〕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准栋译,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８００、８００页.

〔２〕俞可平:«敬畏民意! 这应当成为当政者的基本态度»,«战略决策内参»２０１１年第８期,第８页.

〔３〕〔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３２５、３２５页.

〔５〕〔１１〕邹永贤、俞可平、骆沙舟、陈炳辉:«现代西方国家学说»,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７２、

１７２页.

—３５—

中国国民文化光谱:一个有趣的文化难题



〔６〕爱因斯坦写的这信被装在一个牢固的容器里,深埋在纽约世界博览会地下.上面立有一个石碑,

说明后人要在６９３９年才能将信取出来.

〔７〕闻山:«读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人民日报»２００３年７月３日.

〔８〕〔９〕〔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第１０、９页.

〔１０〕雅斯贝斯引证说:古斯塔夫勒庞曾有力地分析了作为“群伙”这类暂时统一体的群众所具有的

特性———冲动、易受暗示、不宽容以及无常易变.“公众”则是一种幻象,是假定在大量的、并无实际相互

关系的人们中存在着意见的幻象,尽管这种意见并不实际出现在公众的组成单元中.这种意见被当作

“舆论”来谈论,但却是一种虚构.个人或群体求助于它来支持自己的特殊观点.它幻影般地难以捉摸、

易于消逝.它“忽此忽彼,忽来忽去”,虚无飘渺,可是却仍然能够在短时间内赋予大众以举足轻重的力

量.〔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１－３２页.

〔１２〕〔１３〕〔１４〕〔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２１、５４－５５、５３页.

〔１５〕宋伟杰:«如何理解大众文化»,«读书»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１０７页.

〔１６〕〔美〕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侯玉波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０９页.按照肖的

定义,在计算机房上机、各自做自己事情的学生不能称作一个“群体”.虽然他们也是在一起,但他们只是

一群人而不是一个群体.

〔１８〕〔２６〕吴晓明 选 编:«德 赛 二 先 生 与 社 会 主 义———陈 独 秀 文 选»,中 国 远 东 出 版 社,１９９４ 年,第

７１－７２、４５页.

〔１９〕〔２４〕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０、３页.

〔２０〕«总统支持又怎样———从法国科学家质疑国际热核项目谈起»,«文汇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１日.

〔２１〕倪旅泉:«布莱尔的烦心事»,«解放日报»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７日.

〔２２〕孙中山:«三民主义十六讲第六讲»,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第１２１页.

〔２３〕〔英〕伯兰特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５７页.

〔２５〕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２７〕〔美〕阿瑟亨德森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吴湘州等译,延边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９４页.

〔２８〕〔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第６０页.

〔２９〕至于救危扶困,振人不赡;诚实守信,一诺千金;路见不平,挺身相助,乃至大禹治水、赵氏孤儿、

荆轲刺秦等,更是不胜枚举.

〔３０〕〔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第１４９页.

〔３１〕聂立涛、袁炳忠:«中国从“人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过渡———专访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托马斯

海贝勒»,«内部参考»第４０期.海贝勒在中国学习并工作过多年,对中国社会有深入的了解,了解中国国

情,分析问题实事求是,对中国怀有浓厚情感.

〔３２〕«管子正世».

〔３３〕«老子»第五十八章.

〔３４〕黎焕颐:«诚为本,天道人心系之»,«随笔»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第８６页.

〔３５〕«韩非子扬权».

〔３６〕«易系辞»:“‘«易»之兴,其於中古乎?’然则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礼记礼

运»:“始诸饮食”,唐孔颖达疏:“伏羲为上古,神农为中古,五帝为下古.”元时李治«敬斋古今黈»卷五说:

“大抵自羲、农至尧、舜,为上古;三代之世,为中古;自战国至于今日以前,皆下古也.”

〔３７〕〔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年,第７０页.

〔３８〕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６０页.

〔３９〕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８日.

〔责任编辑:刘姝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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